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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言语行为“合理否认性”的

博弈逻辑模型

赵梦媛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　要：传统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假定交际双方是合作的，而忽视了对贿赂、威胁等情境的考察。平克等人针对间
接言语行为“合理否认性”建立的博弈论模型局限于静态的视角，依赖于不确定的“决策函数”，仍不能很好地揭示贿赂

等情境下间接表达的意义。在弗兰克的重复最优应答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扩展的博弈逻辑模型，区分合作以及

不合作的两类听话人，通过情境描述和推理求解两个步骤来揭示贿赂等情境中使用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性。扩展模型

既能够描述交际的动态过程，又符合理性原则和认知规律，能够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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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用学研究史上存在一个关于间接言语行
为的谜题：既然格莱斯（Ｈ．Ｐ．Ｇｒｉｃｅ）的会话合作
准则要求交际中使用的言语信息真实可靠、简明

清晰①，为什么人们却往往间接地表达实际意图？

塞尔（Ｊ．Ｓｅａｒｌｅ）给出的回答是间接言语行为更能
体现说话人的礼貌性②。在塞尔的启发下，一些

学者研究了间接言语行为的社会性使用动机。布

朗（Ｐ．Ｂｒｏｗｎ）和莱文森（Ｓ．Ｃ．Ｌｅｖｉｎｓｏｎ）认为“请
求”“命令”等语旨行为会威胁听话人的“面子”，

而说话人可以采取间接言语行为的策略缓解这种

威胁③。他们区分了两类间接言语行为策略：“明

示”（ｏｎ－ｒｅｃｏｒｄ），如“你能把盐递给我吗”，其使用
多呈现规约化特征；以及“暗示”（ｏｆｆ－ｒｅｃｏｒｄ），如
“这道菜有点淡了”，其表达更加含蓄。克拉克

（Ｈ．Ｈ．Ｃｌａｒｋ）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的主要用途是
弥补“面子”受损，进而维持交际双方间的社会平

等关系④。以上理论代表了基于合作交际假定的

传统语言哲学观点，但近年来该假定受到一些学

者的质疑。

认知心理学家平克（Ｓ．Ｐｉｎｋｅｒ）等人将贿赂及
威胁作为合作交际的反例，为“暗示”这类间接言

语行为策略的使用动机提供新颖的解释———合理

否认性，即当说话人不确定听话人是否合作时，选

择间接言语行为是为否认其真实意图留有余

地⑤。平克等人采用静态博弈论模型描述不确定

合作的交际情境，并在模型中引入决策函数表征

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否认性。特考拉菲（Ｍ．
Ｔｅｒｋｏｕｒａｆｉ）承认间接言语行为具有合理否认的功
能，但她批评平克等人混淆了语旨合作与语效合

作，指出他们所谓的“不确定合作”前提是不成

立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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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平克等人讨论的“不确定合作”具有

语效意义而不具有语旨意义。所谓语旨意义上的

合作是指说话人期望听话人正确理解他的意图，

而听话人也试图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以格莱斯理

论为代表的传统语用学观点的前提是基于语旨意

义上合作的假定。语效意义上的合作是指说话人

言语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对交际双方都是有

利的。平克等人讨论的不确定合作交际是假定听

话人正确理解说话人意图的前提下，考察听话人

采取的行动可能对说话人有利或者有害的不确定

情况，因此他们所谓的“合作”具有语效意义。然

而，即便在澄清该假定的条件下，他们对间接言语

行为合理否认性的博弈论解释模型仍存在两个困

难。首先，他们使用的静态博弈论模型不能恰当

的表征语言交际的动态过程。在语言交际中，说

话人选择言语信息发送给听话人，而听话人根据

所接收的信息选择行动。显然，这个动态过程不

应该用静态模型来描述。其次，他们对合理否认

性的解释依赖于一种不确定的关系———决策函

数。在平克等人的模型中，决策函数用来描述言

语信息的直接性程度与听话人采取相应行动间的

关系。按照他们的观点，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否

认性表现为合作的听话人与不合作的听话人遵守

的决策函数不同。然而，他们没能在形式上确定

决策函数的定义，只是在案例中假定其为分段常

数函数。引入不确定的函数关系会影响量化模型

的精确程度，进而阻碍模型的推广。

本文要考察在语效意义上不确定合作的交际

情境，并为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否认性建立一个

博弈逻辑模型。这项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区分

合作以及不合作的两类听话人，建立信号博弈模

型，用以描述贿赂这类不确定合作的交际情境；构

建重复最优应答推理并对信号博弈模型进行求

解。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弗兰克（Ｍ．Ｆｒａｎｋｅ）的重
复最优应答（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ｂｅ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简称 ＩＢＲ）模
型，它不仅将言语信息的语义含义纳入推理框架，

而且从博弈主体的视角考察彼此相互推理的过

程，描述语言交际的动态特征，为语言交际的博弈

论模型提供符合直觉的解①。在此基础上，适当

放宽基本模型的假定，区分合作以及不合作的两

类听话人，构建扩展的博弈逻辑模型，能够在不违

背原模型理念的基础上增强其解释力，解释间接

言语行为用于否认的合理性。从而，本文的工作

不仅能够刻画交际的动态过程，而且从交际者的

理性出发，模拟其信念更新的认知过程，能够与认

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接轨。

一　ＩＢＲ模型的限度
这一节要阐明两个观点：ＩＢＲ模型相较其他

博弈论语用学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它采用的推

理形式基于博弈主体的信念更新，比传统的基于

均衡解的推理更符合认知规律；然而，基本的 ＩＢＲ
模型假定博弈主体彼此合作，这限制了 ＩＢＲ模型
的适用范围，它不能解释贿赂等情境中间接言语

行为的合理性。

ＩＢＲ模型属于博弈论语用学模型的一种。语
用学主要借助对交际双方和语境的分析，澄清言

语信号的含义。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主

要研究理性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将博

弈论应用于语用学，即把语言交际视为一种博弈。

博弈主体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前者需要选择一种

言语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后者则需要选择一

种言语信息的解释以揣测说话人的意图。例如，

当我对你说“你能把盐递给我吗”时，我选择间接

言语行为表达我的请求。与“把盐递给我”的直

接言语行为相比，间接的表述更加委婉。当你听

到我的话语时，你选择将“你能把盐递给我吗”理

解为一种请求，而不是对能力的询问。语言交际

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的决策，如果双方是合作的，

那么他们都希望一方的表述被另一方正确地阐

释，即实现成功交际。博弈论可以为这种相互影

响的关系提供形式化模型，通过评估交际双方的

行动策略产生的预期效用，进而预测最优策略。

ＩＢＲ模型包含两个部分：信号博弈（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ｇａｍｅ）用来描述交际情境中的各类语境因素；基
于信念更新的重复推理形式，作为信号博弈的求

解方法，用来阐释交际策略的合理性。

ＩＢＲ模型将信号博弈作为描述交际语境的形
式化表征。信号博弈由刘易斯（Ｄ．Ｌｅｗｉｓ）提出，
最初用于解释言语信息与意义间“约定俗成”的

理性机制②。信号博弈包含两名博弈参与人：说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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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ＦｒａｎｋｅＭ．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Ａｃｔ：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Ｌｏｇ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ｐｐ．４３－１２２．
Ｄａｖｉｄ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６９，ｐｐ．１２２—１５９．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话人Ｓ和听话人Ｈ。假定唯有说话人知道有关世
界的真实信息，这种私人信息可以表示为说话人

的类型（ｔｙｐｅ），记作ｔ∈Ｔ。在信号博弈开始时，说
话人的类型首先被赋予一种主观概率，即听话人

在没有接收任何言语信息前对 ｔ的初始信念，记
作先验概率 Ｐ（ｔ）。然后，Ｓ根据自己的类型 ｔ选
择某种言语信息 ｍ∈Ｍ来传达意思，Ｓ的策略集
是从说话人类型到信息的函数 Ｓ：Ｔ Ｍ。最后，
Ｈ根据接收的信息决定信息表达的含义，并采取
相应的行动ａ∈Ａ，Ｈ的策略集是从信息到行动的
函数Ｈ：Ｍ Ａ。信号博弈的结果可以用一个序
列表示：（ｔ，ｍ，ａ），参与人对博弈结果的满意程度
是参与人的效用，可以用数字表示。例如，如果 Ｓ
和Ｈ是完全合作的，他们对结果的偏好可以用效
用函数Ｕ表示：

如果ａ＝ｆ（ｔ），那么 Ｕ（ｔ，ｍ，ａ）＝１；如果 ａ≠ｆ
（ｔ），那么Ｕ（ａ，ｍ，ｔ）＝０

（其中函数 ｆ：Ｔ Ｍ表示 ｔ与 ａ的特定
对应。）

当Ｓ和Ｈ不是完全合作时，可以分别定义说
话人的效用函数ＵＳ和听话人的效用函数ＵＨ。一
般情况下，ＩＢＲ模型的信号博弈做出如下假定：
“实话假定”要求，Ｓ只发送真实信息，即符合世界
真实情况的信息；“共同知识假定”要求，从 Ｓ选
择发送信息到Ｈ接收信息并采取行动，整个博弈
结构可以用博弈树来表示，它作为 Ｓ和 Ｈ的共同
知识；“合作假定”要求，Ｓ和 Ｈ彼此合作，即他们
目标一致，都希望Ｈ正确理解Ｓ发送的信息。

信号博弈参与人经过语用推理而最终采用的

策略组合可以表示为博弈的解。信号博弈的求解

是基于理性人假设，即参与人会选择期望效用最

大的行动。经典博弈论将期望效用定义为，参与

人采取某个行动ａ对应的所有可能效用的加权平

均，记作 ＥＵ（ａ）＝∑ω
Ｐ（ω）Ｕ（ω，ａ）①。最著名

的博弈解的概念是纳什均衡。一个纳什均衡是一

组策略组合：从均衡出发，每位参与人都不能通过

单方面改变策略而获得更高的期望效用。然而，

均衡解的概念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理性人假设只

能解释参与人在达到均衡后不偏离均衡而行动，

却不能解释参与人初次达到均衡的理由；其次，一

个信号博弈通常存在多个均衡解，容易引发均衡

选择问题；最后，信号博弈的均衡计算属于复杂任

务，给参与人带来较大的认知负担，不符合实际的

认知规律。泽尔腾（Ｒ．Ｓｅｌｔｅｎ）的行为博弈论实验
就指出，人们不是遵循均衡分析，而是采用逐步试

探性推理的方式进行博弈②。

ＩＢＲ模型是基于交际双方对彼此信念的反复
推理来求解信号博弈，它符合认知研究的成果，具

有认识论的倾向。这种求解方法除了承认信号博

弈原本的假定之外，还假定所有说话人类型的先

验概率相等，即Ｐ（ｔ１）＝Ｐ（ｔ２）＝…＝Ｐ（ｔｎ）。弗兰
克将ＩＢＲ推理的内核描述为“ｎ级”（ｌｅｖｅｌ－ｎ）推
理：首先，零级主体不考虑博弈的全景，而只关注

信息的语义含义（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零级说话
人Ｓ０随机发送真实信息，零级听话人 Ｈ０随机选
择符合信息语义含义的解释。然后，从 Ｓ０和 Ｈ０
出发分别呈现两条推理序列，每条序列都遵循以

下原则：较高级主体根据他对较低级主体所采取

的行动的信念做出最优应答，此过程逐步交替实

现。最后，博弈主体的策略类型在第 ｎ级开始循
环，即达到一对稳定的策略组合（Ｓ，Ｈ）③。以
Ｓ０推理序列为例，ＩＢＲ推理过程如下：

Ｓ０（ｔ）：零级说话人根据语义含义随机选取
ｍ表达其类型ｔ，该策略记作Ｓ０（ｍ｜ｔ）。

Ｈ１（ｍ）：第一级听话人根据他对Ｓ０（ｍ｜ｔ）的
信念，选择ｍ的解释ｔ以确保其期望效用最大化；
如果多种选择导致的效用相等，他将以同等概率

选择；该策略记作Ｈ１（ｔ｜ｍ）。
Ｓ２（ｔ）：第二级听话人根据他对 Ｈ１（ｔ｜ｍ）的

信念，选择发送 ｍ以确保其期望效用最大化；如
果多种选择导致的效用相等，他将以同等概率选

择；该策略记作Ｓ２（ｍ｜ｔ）。
Ｈ３（ｍ）：第三级说话人根据他对Ｓ２（ｍ｜ｔ）的

信念，选择ｍ的解释ｔ以确保其期望效用最大化；
如果多种选择导致的效用相等，他将以同等概率

选择；该策略记作Ｈ３（ｔ｜ｍ）。
……

实现ｍ与 ｔ稳定配对，达到稳定的策略组
合（Ｓｎ，Ｈｎ＋１），记作（Ｓ，Ｈ），推理停止。

０４

①

②

③

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Ｊ，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Ｏ．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ａｍ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３，ｐｐ．２４—２５．
Ｓｅｌｔｅｎ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４２）：４１３－４３６．
ｃｆ．Ｆｒａｎｋｅ，２００９，ｐｐ．５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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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Ｒ模型的自身特征决定了其优势和限度。
一方面，它对语用推理的分析依托于信号博弈的

背景，呈现出交际双方逐步交互式的推理模式，符

合实际的认知规律。与均衡解的概念相比，ＩＢＲ
推理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不同的语言博弈条件。

它既能够预测主体经历多次重复博弈后达到理想

理性（ｉｄｅａｌｌｙ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状态的博弈结果，即达到稳
定循环的策略组合；它也能够预测主体经历一次

性博弈而展现有限步推理状态的博弈结果，即推

理可能止步于第二级或者第三级参与人。

因其灵活性和直观性，ＩＢＲ模型被广泛应用
于分析多种类型的语用现象，如等级含义（ｓｃａｌａ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和预设。博弈论语用学家们认为ＩＢＲ
模型“分析的语言现象覆盖面之广，在博弈论模

型中首屈一指，可以与形式语义学方法一决高

下”①。但另一方面，基本的ＩＢＲ模型包含理性人
假设、等先验概率假定、实话假定、共同知识假定

以及合作假定，这些假设和假定限制了 ＩＢＲ模型
的适用范围。ＩＢＲ模型假定交际者是理性的，导
致基本模型不能分析非理性主体；它假定所有 Ｓ
类型的先验概率相等，这只是为简便计算而做出

的退让，而不适用于更复杂的情形；它假定Ｓ只发
送真实信息，导致基本的 ＩＢＲ模型不适用于分析
允许谎言的语言交际；它假定整个博弈树为 Ｓ和
Ｈ的共同知识，导致基本模型不适用于允许刻意
隐瞒的交际。此外，基本的合作假定要求，交际双

方都希望听话人正确理解说话人发送的言语信

息，但在贿赂、威胁等交际情境中，说话人使用间

接言语行为的理由在于，当他面对不合作的听话

人时，他可以否认自己原本的意图。例如，在贿赂

情境中，试图贿赂的司机不知道他面对的是腐败

的警察还是正直的警察。司机希望腐败的警察了

解他想要贿赂的意图，而不希望正直的警察知道。

换句话说，只有腐败的警察是司机的合作对象，而

司机一开始不能确定对方是否合作。显然，以上

情境违背了合作假定，超出了基本模型的适用范

围。要分析这类情境中的语用推理，就要适当放

宽合作假定，构建扩展的博弈逻辑模型。

二　扩展模型
扩展模型是在基本 ＩＢＲ模型的基础上，区分

合作以及不合作的两类听话人，用以分析贿赂、威

胁等情境下的语用推理，进而从博弈逻辑的角度，

解释人们采用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性。我们以一

个贿赂情境为例，通过两步构建扩展的博弈逻辑

模型：第一，建立信号博弈，作为描述贿赂情境各

语境因素的形式化表征；第二，建立重复最优应答

推理，预测信号博弈的解，并根据预测结果解释说

话人采用间接言语行为是符合理性的行为。

含蓄贿赂的例子最早由平克等人提出②，我

们根据汉语的特征调整如下：

（１）　某日司机甲被执勤交警乙查出酒驾，
甲与乙互不认识。

甲：警察同志，我知道错了，能不能放

我一马？我的口风紧，绝不会走漏风

声，请您无论如何都放我一马。

情境①：乙：下不为例。
甲：感谢您的帮助，一点小意

思还请收下。

情境②：乙：你这是什么意思？违法就
应该接受处罚，请出示驾照。

甲：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

甲含蓄地表达了想要通过贿赂交警逃脱罪责

的意图，但是他在得到交警的回复前不了解对方。

如果甲遇到收受贿赂的交警，他能成功行贿并且

逃脱罪责（见情境①）；如果他遇到公正无私的交
警，他的意图会受到交警的质疑，最后甲只能否认

其行贿意图并且接受处罚（见情境②）。我们在
直觉上会将甲的话理解为含蓄的贿赂，因为如果

他无意贿赂就不会说话拐弯抹角。我们还注意

到，甲没有直白表达行贿意图，这是为了应对贿赂

失败的情况（见情境②），为否认其行贿意图留有
余地。

在扩展模型中，我们首先给出各语境因素的

形式化表述，作为信号博弈的基本元素。我们要

分析甲含蓄贿赂的语句，因此甲是说话人 Ｓ，而交
警是听话人 Ｈ。Ｓ可能面对两类 Ｈ：腐败的交警
和正直的交警。Ｓ只希望前者理解其行贿的意
图，而不希望后者了解，即腐败的交警是合作的听

话人，而正直的交警是不合作的听话人。我们用

α表示Ｈ的类型，并区分两类 Ｈ：α１（Ｈ）表示合作

１４

①

②

ＢｅｎｚＡ，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４）：１７３－１９１．
原句如下：“Ｇｅ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ｏｍｅｗａｙｗｅｃ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ｃｋｅｔｈｅｒｅ？”（ｃｆ．Ｐｉｎ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ｐ．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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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话人，α２（Ｈ）表示不合作的听话人。我们假
定Ｓ说真话，这意味着真实世界（即 Ｓ的类型 ｔ∈
Ｔ）可能是以下情况之一：Ｓ意图行贿，记作 ｔ１；Ｓ
无意行贿，只是询问和陈述事实，记作ｔ２。博弈初
始，“自然（Ｎ）”会作为虚拟的参与人，以概率形
式赋予参与人不同的类型。Ｎ首先为Ｈ的类型α
指派概率，记作 Ｐ（α１）＝ｑ，Ｐ（α２）＝１－ｑ，表示 Ｓ
对两类Ｈ所占比例的信念；然后 Ｎ为 Ｓ的类型 ｔ
指派概率，记作Ｐ（ｔ１）＝ｐ，Ｐ（ｔ２）＝１－ｐ，表示Ｈ在
收到言语信息前对 ｔ的初始信念，即先验概率。
我们假定ｔ的先验概率相等，即ｐ＝０．５，表示 Ｈ在
听到Ｓ的话语之前相信Ｓ怀有行贿意图和无此意
图的可能性相等。接着，Ｓ选择言语信息表达意
图。针对每一种类型ｔ，Ｓ既可以采用直接言语行
为，也可以选择间接言语行为。为简化计算，我们

为每种ｔ各选取一句直接表达作为代表：ｍ１（“我
给你一万元，你放过我吧。”），ｍ２（“对不起，我愿
意接受处罚。”）。间接表达则与两种ｔ都相兼容：
（“警察同志，我知道错了，能不能放我一马？我

的口风紧，绝不会走漏风声，请您无论如何都放我

一马。”）。Ｈ在听到言语信息ｍ后，会按照他对ｔ
的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ａ∈Ａ：如果腐败的交警将
ｍ理解为ｔ１，他会接受贿赂，记作ａ（ｔ１）；如果正直

的交警将 ｍ理解为 ｔ１，他会拒绝贿赂，记作 珔ａ
（ｔ１）；如果腐败的交警或者正直的交警将 ｍ理解
为ｔ２，他会照常处罚酒驾，记作 ａ（ｔ２）。博弈最终
结果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①酒驾司机成功贿赂，
被放行；②酒驾司机因酒驾罪接受处罚；③酒驾司
机被怀疑意图行贿并对此予以否认，最终因酒驾

罪接受处罚；④酒驾司机因酒驾罪和行贿罪接受
处罚。如果以②为基准设定 Ｓ和 Ｈ的效用为 １，
那么①将为Ｓ和 α１（Ｈ）带来额外的收益，记作 ε
（０＜ε＜１）。③为 Ｓ带来否认的成本，假定这导致
Ｓ效用为０。④是最坏的结果，会给Ｓ带来更高的
成本，记作 ε’（０＜ε’＜１）。假定③和④不影响 Ｈ
的效用，其效用仍为 １。我们现在可以定义 Ｓ和
Ｈ的效用ＵＳ和ＵＨ如下：

当腐败的交警收到直接表达的信息ｍ１时，
采取ａ（ｔ１），ＵＳ＝ＵＨ＝１＋ε，符合结果①。

当正直的交警收到ｍ１，采取珔ａ（ｔ１），并以酒
驾罪和行贿罪处罚 Ｓ，ＵＳ＝－ε’，ＵＨ＝１，符合结
果④。

当腐败的交警收到直接表达的信息ｍ２时，

采取ａ（ｔ２），ＵＳ＝ＵＨ＝１，符合结果②。
当正直的交警收到 ｍ２，采取 ａ（ｔ２），ＵＳ＝ＵＨ

＝１，符合结果②。
当腐败的交警收到间接表达的信息时，

　　 他既可能将其理解为ｔ１并采取ａ（ｔ１），
　　　　 如果他遇到的司机意图行贿，那

么ＵＳ＝ＵＨ＝１＋ε，符合结果①；
　　　　 如果他遇到的司机无意行贿，那

么他会得到Ｓ的否认，ＵＳ＝０，ＵＨ＝１，符合结果③；
他也可能将其理解为ｔ２并采取ａ（ｔ２），ＵＳ＝

ＵＨ＝１，符合结果②。
当正直的交警收到，

　　 他既可能将其理解为 ｔ１并采取，他将
质问Ｓ是否有贿赂意图而得到 Ｓ的否认，ＵＳ＝０，
ＵＨ＝１，符合结果③；

　　 他也可能将其理解为ｔ２并采取ａ（ｔ２），
ＵＳ＝ＵＨ＝１，符合结果②。

以上的信号博弈可以用博弈树来表示，如图

１所示：

图１　信号博弈树

接下来，我们通过建立 ＩＢＲ推理，对信号博
弈进行求解，并根据结果解释说话人采用含蓄贿

赂的合理性。乍看起来，博弈的解受参数 ｑ，ε以
及ε’的影响。但是，直觉告诉我们：无论参数取
值如何，如果酒驾司机怀有行贿意图，他会采取含

蓄贿赂，而如果他无意行贿，他会直截了当地表明

其甘愿受罚。在推理的初级阶段，零级说话人 Ｓ０
可以任意选择语义相符的信息来表达其意图；在

此基础上，一级听话人Ｈ１在听到间接表达的信息
时，腐败的交警 α１（Ｈ１）会采取接受贿赂的行动，
因为这会为他带来较高的期望效用，而正直的交

警α２（Ｈ１）既可能采取拒绝贿赂的行动，也可能不
去怀疑司机的行贿意图而只针对酒驾进行处罚，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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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两种行动为他带来相同的期望效用；在考

虑到听话人以上推理的基础上，二级说话人Ｓ２认
为采用间接表达的信息行贿既能得到腐败交警的

理解，也便于否认正直交警可能提出的怀疑，Ｓ２
也相信采用直接表达无意行贿可以避免听话人误

会，根据以上信念，Ｓ２选择间接表达贿赂并且直
接表达无意行贿的策略将给他带来最大期望效

用；基于对Ｓ２推理的信念，三级听话人Ｈ３在听到
间接表达时会理解为行贿意图，腐败交警α１（Ｈ３）
将采取接受贿赂的行动，正直交警α２（Ｈ３）既可能
拒绝贿赂，也可能不予理睬而直接按照酒驾处理，

因为这两种行动将为他提供相等的期望效用；由

于Ｈ３与Ｈ１的策略选择结果相同，可见推理从此
出现循环，最终说话人的稳定策略Ｓ即等同于Ｓ２
的策略，即说话人选择间接言语行为行贿，选择直

接言语行为表达无意行贿。以上 ＩＢＲ推理的形
式化过程如下。

Ｓ０的策略组合为：Ｓ０＝
ｔ１ ｍ１，ｍ

—

ｔ２ ｍ２，ｍ
—{ 。

Ｈ１听到 ｍ
—
后对 ｔ１（或 ｔ２）的后验信念记作：

μ１ ｔ１｜ｍ
—( ) ＝

１
２
（或μ１ ｔ２｜ｍ

—( ) ＝
１
２
）①。

!１（Ｈ１）的策略 ｍ
— ａｔ１( ) 对应的期望效用

记作：ＥＵα１ Ｈ１( ) ａｔ１( ) ，ｍ—，μ１( ) ＝

∑ｔ∈Ｔ
μ１ ｔ｜ｍ

—( ) ×Ｕα１ Ｈ１( ) ｔ１，ｍ
—
，ａｔ１( )( ) ＝

１
２

× １＋ε( ) ＋
１
２
×１＝１＋ε

２
。

同理可得，ＥＵα１ Ｈ１( ) ａｔ２( ) ，ｍ—，μ１( ) ＝１。

经 比 较， ＥＵα１ Ｈ１( ) ａｔ１( ) ，ｍ—，μ１( ) ＞

ＥＵα１ Ｈ１( ) ａｔ２( ) ，ｍ—，μ１( ) ，因此，

!１（Ｈ１）的策略组合为：

α１ Ｈ１( ) ＝

ｍ１ ａｔ１( )

ｍ２ ａｔ２( )

ｍ— ａｔ１( ){ 。

同理，经计算可得：ＥＵα２ Ｈ１( )
珔ａｔ１( ) ，ｍ—，μ１( ) ＝

ＥＵα２ Ｈ１( ) ａｔ２( ) ，ｍ—，μ１( ) ＝１，因此，

!２（Ｈ１）的策略组合为：

α２ Ｈ１( ) ＝

ｍ１ ａ— ｔ１( )

ｍ２ ａｔ２( )

ｍ— ａ— ｔ１( ) ，ａｔ２( ){ 。

Ｓ２对!１（Ｈ１）听到ｍ
—
后采取行动ａ（ｔ１）（或ａ

（ｔ２））的信念记作：

ρα１２ ｍ
—
，ａｔ１( )( ) ＝１（或ρα１２ ｍ

—
，ａｔ２( )( ) ＝０）。Ｓ２

对
!２（Ｈ１）听到 ｍ

—
后采取行动 ａ— ｔ１( ) （或 ａ

（ｔ２））的信念记作：ρα２２ ｍ
—
，ａ— ｔ１( )( ) ＝

１
２
（或

ρα２２ ｍ
—
，ａｔ２( )( ) ＝

１
２
）。

Ｓ２的策略 ｔ１ ｍ— 对应的期望效用记作：

ＥＵｓ２ ｍ
—
，ｔ１，ρ２( ) ＝∑ａ∈Ａ

Ｐα( ) ×ρ２ ｍ
—
，ａ( ) ×

ＵＳ ｔ，ｍ
—
，ａ( ) ＝ｑ×１× １＋ε( ) ＋ １－ｑ( ) ×

１
２
×１＋

１
２
×０( ) ＝ｑ１＋ε( ) ＋

１
２
１－ｑ( ) 。

同 理，经 计 算 可 得： ＥＵｓ２ ｍ１，ｔ１，ρ２( ) ＝

ｑ１＋ε( ) ＋ －ε( ) １－ｑ( ) 。

经 比 较， ＥＵｓ２ ｍ
—
，ｔ１，ρ２( ) ＞

ＥＵｓ２ ｍ１，ｔ１，ρ２( ) 。

同理，经计算比较可得：ＥＵｓ２ ｍ
—
，ｔ２，ρ２( ) ＜

ＥＵｓ２ ｍ２，ｔ２，ρ２( ) 因此，

Ｓ２的策略组合为：Ｓ２＝
ｔ１ ｍ—

ｔ２ ｍ２{ 。

Ｈ３根据Ｓ２更新后验信念为：μ３ ｔ１｜ｍ
—( ) ＝１。

为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
!１（Ｈ３）的策略组合

为：α１ Ｈ３( ) ＝

ｍ１ ａｔ１( )

ｍ２ ａｔ２( )

ｍ— ａｔ１( ){ ②。

３４

①

②

我们在计算听话人期望效用时，将后验信念（而非先验信念）作为加权系数。这是因为，听话人在接收到言语信息之后再采取行

动，听话人的理性行为是建立在收到信息之后更新了的信念之上的。我们假定后验信念是由先验信念ｐ以及上一级说话人的策略Ｓ（此

处是Ｓ０）经贝叶斯条件概率公式计算而得：μｔ｜ｍ( ) ＝
ｐｔ( ) ×Ｓｍ｜ｔ( )

∑ｔ′∈Ｔ
ｐｔ′( ) ×Ｓｍ｜ｔ′( )

。

根据Ｈ３对Ｓ２策略的信念，他认为Ｓ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送ｍ１。如果Ｓ２确实接收到ｍ１，那么他会因此而感到意外，弗兰克称

这类信息为“意外信息”（ｃｆ．Ｆｒａｎｋｅ，２００９，ｐ．２７）。我们假定，Ｈ３按照语义含义理解意外信息ｍ１并采取相应行动ａ（ｔ１），并据此补全α１
（Ｈ３）和α２（Ｈ３）的策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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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Ｈ３） 的 策 略 组 合 为： α２ Ｈ３( ) ＝

ｍ１ ａ— ｔ１( )

ｍ２ ａｔ２( )

ｍ— ａ— ｔ１( ) ，ａｔ２( )
{ 。

Ｈ３与Ｈ１相同。
Ｓ４根据他对Ｈ３的信念行动，由于Ｈ３与Ｈ１相
同，因此Ｓ４与 Ｓ２相同，这意味着推理步骤从
第三级听话人开始达到稳定的策略组合：

Ｓ ＝
ｔ１ ｍ—

ｔ２ ｍ２{ ，α１ Ｈ( ) ＝

ｍ１ ａｔ１( )

ｍ２ ａｔ２( )

ｍ— ａｔ１( )
{ ，

α２ Ｈ( ) ＝

ｍ１ ａ— ｔ１( )

ｍ２ ａｔ２( )

ｍ— ａ— ｔ１( ) ，ａｔ２( ){ 。

以上扩展的 ＩＢＲ模型包含一些隐含假定。
首先，我们假定说话人的策略选择是贿赂情境中

语用推理的关键，因此说话人对结果的偏好情况

比听话人更加敏感。酒驾司机可能面对的四种结

果———贿赂成功、因酒驾受罚、否认贿赂意图以及

因酒驾和行贿罪受罚———会给他带来截然不同的

效用。相对而言，除贿赂成功的结果会给腐败交

警带来额外收益之外，其他情况皆不会影响听话

人的效用。第二，我们假定交际双方至少具有一

定程度的理性推理能力。说话人至少能够达到第

二级说话人的推理水平，即说话人会根据他对第

一级听话人采取策略的信念，选择保证他期望效

用最大化的策略。如果说话人的推理水平停留在

零级，就意味着说话人仅依照句子的语义随机选

择话语策略。此时，说话人不按照理性行动。

三　模型的合理性
在间接言语行为的形式语用学研究中，扩展

的ＩＢＲ模型提供一种博弈逻辑，单纯从交际者的
理性出发，模拟主体信念更新的认知过程，进而揭

示在不确定合作的情境中，人们采取间接言语行

为的合理性。

首先，扩展模型提供的博弈逻辑直接继承了

格莱斯语用学的“理性”精髓，同时避免借助特设

的语言学规则。间接言语行为可以在格莱斯会话

含义理论中得到解释，这一观点是许多语言哲学

家的共识。例如，塞尔对间接言语行为做出的经

典分析主要依据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以及关联性准

则。实际上，格莱斯语用学的核心理念为，人的理

性是言语行为的根本依据。在格莱斯看来，会话

原则以及准则不仅仅是对交际行为的一般归纳，

而是理性的结果。他说：“所以我想要指出，遵守

会话原则和准则是合理的（理性的）：我们期望，

在适当的情况下，任何关注会话／交际的核心目标
（例如发送或接收信息，影响他人或被他人影响）

的人，他们愿意参与交际的理由在于，只有人们遵

守会话原则和准则，才能从中获益。”①扩展模型

的逻辑根基是交际者的理性假设，表现为他们对

彼此策略的信念更新，并且最终聚焦于行为结果

的预测，而整个推理过程可以整合在博弈论框架

中。博弈逻辑无须借助复杂的语法规则，而是直

接从人的理性出发，从形式化角度继承格莱斯语

用学的核心思想。

其次，扩展模型采用的重复最优应答推理呈

现出语义焦点关注、逐步交互模式以及对有限理

性的包容性三个特征，符合实际的认知规律，具有

认识论倾向。行为博弈论实验结果表明，博弈主

体最初的心理关注会影响决策，即所谓的“框架

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②。ＩＢＲ推理始于零级博
弈主体，他们的策略选择只受信息的语义含义影

响。这种语义关注充当了主体在语用推理中的心

理焦点，即交际者首先从心理上受到信息的基本

语义的吸引，并以此为起点开始语用思考。ＩＢＲ
推理的语义焦点关注不仅再现了交际者的心理过

程，而且自然地将语义因素引入博弈逻辑模型中。

此外，传统的均衡解是从外部视角考察博弈的结

果，而ＩＢＲ推理则能够模拟交际双方逐步试探性
推理，并根据对彼此理性策略的信念更新不断提

升推理层级的过程，呈现出局内人的视角。ＩＢＲ
推理的逐步交互模式又为分析有限理性主体的行

为提供可能。著名的行为博弈论实验“选美比

赛”博弈（“ｐ－ｂｅａｕｔｙｃｏｎｔｅｓｔ”ｇａｍｅ）的结果指出，
“人们在真实的博弈中不太可能进行两步以上的

４４

①

②

ｃｆ．Ｇｒｉｃｅ，１９７５，ｐ．４９．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ＶＰ，ＩｒｉｂｅｒｒｉＮ．“Ｆａｔ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Ｎａｖｅｔé，ａｎｄ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ｄｅ－ａｎｄ－Ｓｅｅｋ”Ｇａｍｅｓ”，Ｔｈ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９７）：１７３１－１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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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①。实际上，人的推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

倾向于低估对方的推理能力。ＩＢＲ推理既能够模
拟交际者第一次经历有关语言博弈而进行有限步

推理，从而预测有限理性的推理结果；它也能够模

拟交际者经历多次重复的语言博弈训练后达到稳

定循环的策略组合，从而预测理想理性的推理结

果。可见，采用ＩＢＲ推理框架的扩展模型比依靠
传统均衡解概念的模型更具有认知倾向，能够与

认知科学的研究接轨。

最后，扩展模型在语效意义上区分合作的以

及不合作的两类听话人，适用于分析贿赂、威胁等

交际情境中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动机，其解释力

超越了基本的 ＩＢＲ模型。澄清语旨意义上的合
作与语效意义上的合作两者之区别十分必要。格

莱斯语用学中合作的概念是语旨意义上的，即交

际双方都期望听话人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所

有的语言交际都至少假定一定程度的语旨合作，

否则交际者根据经济原则应该选择沉默不语。语

效意义上的合作在于言语行为产生的效果对交际

双方均有利。在贿赂、威胁这类交际情境中，说话

人选择言语行为不仅依据听话人对话语的理解，

而且取决于听话人最终采取的行动将给说话人带

来的影响，这是在语效意义上考察合作。在信号

博弈中，效用函数 Ｕ（ｔ，ｍ，ａ）的设定也是立足于
语效的角度：博弈主体的效用取决于说话人的类

型ｔ与听话人针对他对信息ｍ的理解而采取的行
动ａ之间匹配的情况。然而，在基本的 ＩＢＲ模型
中，推理结果只考虑到听话人对信息的理解与说

话人类型达到稳定配对，还停留在语旨含义的阶

段，而没有考虑到语效层面。此外，基本模型只是

在语旨意义上假定博弈主体彼此合作，而没能在

语效意义上澄清交际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分析

贿赂、威胁这类情境时，基本模型不区分听话人的

类型，难以提供符合直觉的效用函数，也就不能预

测出符合理性的结果。扩展模型在基本模型的基

础上，考察交际者在语效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定义

了两种听话人类型，提升了 ＩＢＲ模型的解释力。
扩展模型不仅继承了基本模型的硬核，通过博弈

逻辑发展格莱斯语用学的形式化追求，而且在话

语的语旨意义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语效意义，符

合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理念———“言”即是“行”。

Ａ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Ｄｅｎ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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